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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简化改革是中国百年文字改革史的重要组

成部分，从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就由众多文字改革

者自觉倡导，并主动寻求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和国

家层面的合法性，但因诸多因素的制约而流产。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

权的支持下，以吴玉章、黎锦熙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和

文字改革者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文字改革

理论不同程度地付诸实践，汉字简化改革也因此得

以成功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汉字简化改革是具

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改革事件。20世纪 80年代

改革开放至今，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日

益受到国家重视，学术界掀起了重新审视和反思汉

字落后论和拼音化改革的思潮，社会各界对汉字简

化改革及简化字的评价争议不断，特别是汉字简繁

之争不绝于耳，相关著述亦日益增多。①各方论者基

于不同的立场和论据，言人人殊，带动了社会舆论的

关注，成为近些年来文化界的一个热点议题。语文

研究者专注于研究简化字的来源，评析简化字的优、

缺点；②有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汉字简

化和整理工作有宏观概述；③也有学者重点研究了中

国共产党与近现代中国文字改革的关系。④虽然这

些著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汉字简化工作

都有所论及，但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和文字改革者为

何重提汉字简化改革，推行这项改革带来了何种社

会反应，官方又是如何回应的等相关问题还需进一

步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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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改革的重新提出以及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经过，

进一步揭示简化字分批推行之后，当时社会各界对

这场改革的认识、争议以及官方的回应。本主题的

探讨有益于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的研究，也

可以为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规划工作提供历史

借鉴。

一、拼音化视野中汉字简化改革的重新提出

汉字自甲骨文时期开始，在繁体之外，就有简体

的存在。到唐宋以后，民间存在的简体字逐渐增

多。不过，由知识分子主动搜集、整理简体字，以至

寻求国家层面合法性的文字改革运动，还要到清末

民初。近代简体字运动与汉字拼音化运动相伴而

生，其初衷主要是普及民众教育，挽救民族危亡。由

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政治人物和民间文化保守势力

的反对以及上海出版界的抵制，这场改革功亏一

篑。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掌握

了国家政权之后，文字改革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阶段。因为得到了新政府的支持，从前在国民

党统治区和共产党掌管的根据地分别从事国语运动

和新文字拉丁化运动的文字改革者携手重启文字改

革，建设新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字改革理论继承了近代汉

字落后论的思想遗产，以吴玉章、黎锦熙为代表的中

共领导人和文字改革者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建

设新国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扫除文盲，提高

民众识字率，以便人民学习先进的文化。但与拼音

文字相比，表意汉字难认难写难记，它已经成为中国

教育普及和文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为了使汉字便于

人民学习，必须改革中国文字，“走拼音文字的道

路”。至于文字改革的方案、步骤如何拟制和确定，

还有待中共领导人和文字改革者进一步商议和研

讨。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一段时期，中共中

央忙于军政大计，没有对文字改革工作作出明确指

示。共产党接管北京后，大量的知识分子陆续到达

此地，商讨国家大事。这时关心文字改革的人士不

断增多，1949年“五四”纪念期间，吴玉章向刘少奇请

示文字改革工作。刘少奇提出了他个人对文字改革

的意见(此时党中央对这一问题尚未研究)：文字改革

工作者可以组织学术团体研究文字改革问题，“但不

要限于新文字，汉字简体字也应研究整理一下，以便

大家应用”。⑦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较早提出研究

整理简体字的领导人。

1949年 8月，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其他文字改

革者的意见，吴玉章拟制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研

究原则和方针，并就此向毛泽东请示。在请示信中，

吴玉章认为当前文字改革工作除了研究拉丁化拼音

文字方案之外，还需要“整理各种汉字的简体字，作

为目前通俗读本之用”，“至于大报纸和重要书籍文

件，仍照旧用整[正]体汉字”。⑧毛泽东对吴玉章的提

议并没有表明态度，他将此信转交给郭沫若、马叙伦

和茅盾三人审阅，并希望他们给出集体意见。郭、

马、茅三人认可了吴玉章的主张。他们在回信中指

出，中国要推行拼音文字，过程一定漫长，需要有目

的、有计划的研究和提倡。他们非常同意现在整理

简体字，还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统计常用字，“将此等

日常用字之笔画繁多者加以简化，并制成定式，作为

目前通俗读本之用”，或者“编成新的千字课，专为扫

除文盲之用”。另外，可请“专家们研究将此等日常

用字之草体订成定式，与简体并行，这对于缩短书写

时间，也有好处”。至于吴玉章在请示信中提议在一

些地方试行拉丁化新文字，郭沫若等人认为此时条

件尚未成熟，不宜着急推行此项工作。如果能将常

用字简化，同样有助于较快地扫除文盲。⑨这里需要

注意的是，刘少奇、吴玉章、郭沫若等人提出整理简

体字(统计常用字、简化笔画、拟制草体手写定式)的
计划，其初始目的还仅仅是为了识字扫盲，普及民众

教育，还没有上升到以简体字取代繁体字，将其作为

社会通用的“正体字”的国家政策层面。

1949年 10月 10日，由吴玉章、郭沫若、马叙伦、

茅盾、胡乔木等人领衔，20多位文字改革工作者和语

文研究者、教育者组成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

成立。根据吴玉章、郭沫若等人的意见，该协会主要

理事一致同意“把研究拼音文字作为主要任务”，但

为了应付目前的需要，也把促成“汉字的简单化和标

音化”作为另一项重要任务。⑩这时不少知识分子延

续近代文字改革者的理想和热情，成立了文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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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研究团体，并通过吴玉章等人向中共中央建

言献策。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此时对文字改革工

作并没有明确的指示，文字改革工作者只能依据形

势推断“目前政府可以接受的办法大概是汉字简

化”。这一推断也符合当时的实情。在各方呼吁和

请示之下，毛泽东此时亦开始考虑文字改革的问

题。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和思考之后，1950年6月，毛

泽东指示应首先进行汉字的简化，搞文字改革不能

脱离实际。1950年7月10日，吴玉章在中国文字改

革协会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这一指示。毛泽东正接

受了郭沫若等人的意见，提出“鉴于汉字书写困难”，

“印刷体当用楷书，手写体可用草书”。

这一时期共产党人和文字改革者所提倡的汉字

简化并不是全新的文字改革思想。从理论来源来

看，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后，钱玄同所提出的汉字由繁

至简的发展规律成为 20世纪 50年代简化汉字改革

的重要理论基础。毛泽东、刘少奇、吴玉章和郭沫

若等人之所以认同先进行汉字简化主张，一是因为

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而拼音文字

方案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声调问题、字母形

式问题、标准语问题、同音词问题一直争论未决，民

众是否接受拼音化文字亦未可知，当时在中国推行

拼音文字并不具备现实性；二是因为新国家建设需

要尽早扫除大量的文盲。尽管繁体字也可以用来扫

盲，用来学习文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处

在工业化的时代，脑力和时间都非常宝贵，不应该有

丝毫浪费。而且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更

必须考虑到劳动人民生产工作忙，没有多余的学习

时间”。因此，文字改革者基于追求工具效率的考

量，认为实行汉字简化改革在当前是“迫切需要

的”。尽管文字改革者认为简体字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汉字本身存在的弊端，但他们也深知推行拼音

文字不是一时能实现的，即使未来能推行拼音文字，

汉字也仍然要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汉字简化改革

就成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简化汉字“虽然不是

根本改革，却可以大大减少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困难，

并且节省在使用文字时所需要的劳动力”。所以

说，这种渐进性的文字改革战略是汉字拼音化改革

思想与社会现实相互影响下的产物。

提倡整理和采用简体字，并不表明毛泽东反对

汉字拼音化的主张。大概在 1951年下半年，毛泽东

认可了众多文字改革者提出的汉字拼音化的主张，

作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

向”的重要指示。1952年 2月，马叙伦和吴玉章在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正式向与会

者传达了整理简体字，同时研究汉字拼音化方案的

重要指示。1953年 5月 18日，在当天晚上举行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较为详细地表达了

他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意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要搞出简体字来，简体字可以创造。同时要研究注

音字母，它有长期历史。将来拼音，要从汉字注音字

母中搞出字母来。文字改革，第一步用简体字，注音

字母，第二步拼音化。”差不多半年之后，由胡乔木

任主任，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胡绳、范文

澜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向中共中央

提出了有条件实行的四步文字改革办法，第一步是

推行简体字，第二步是统一异体字，第三步是确定常

用字，第四步是将极少数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集合人

力解决字母问题。毛泽东和中央文字改革问题委

员会都以汉字拼音化作为文字改革的最后目标，但

把简体字放在文字改革的第一步，这也可见汉字简

化改革在中央政府文字改革战略中的重要性和迫切

性，后来的文字改革工作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意见

来推进的。

二、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及其出台

1950年初，毛泽东对汉字简化工作作出相关指

示之后，政府方面也有了积极回应。中央人民政府

教育部先是邀请在京的语文研究专家座谈文字改革

问题，随后专门成立了简体字研究组。简体字研究

组拟定的简体字选定原则是以最常用的汉字为限，

整理选定已经通行的简体字，必要时根据已有简字

的简化规律，加以适当的补充。1950年 9月，教育

部社会教育司编成《常用汉字登记表》，为1017个常

用汉字选定了简体。这次选定简体字的主要来源

有：民间通用的简体字、较为流行的“解放字”、前北

平研究院字体研究会拟制的《简体字表》、北京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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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辞典编纂处拟订的简体字、容庚的《简体字

典》以及陈光尧拟选的简体字。不过，当时一些社

会团体和语文工作者对《常用汉字登记表》的选定原

则提出了质疑。《常用汉字登记表》中选定的部分简

体字来自各家自创，缺乏群众基础，不易通行；草书

楷化的简体字虽然能加快字体书写速度，但字形差

别微小，不利于初学者的识读和书写。支持文字改

革工作的叶圣陶和魏建功对教育部所编制的简体字

表改动字体太多也颇为不满，他们认为“简体字仅便

于书写，本体仍须认识，否则但识简体者即被摒于种

种现成书籍之外”，“简体字仅能取已有者而挑选之，

不必另行创造，每字必简”。根据这些意见，教育部

社会教育司决定依据“述而不作”的原则重新选定

550个简体字，编成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

1951年 10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人民政

府教育部把文字改革工作从社会教育司分出，在文

化教育委员会下设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负

责文字改革的研究工作。1952年3月25日，中国文

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出

席会议的有魏建功、黎锦熙、季羡林、林汉达、叶恭

绰、曹伯韩、郑之东、易熙吾等人。与会者讨论了汉

字简化的原则和要求。林汉达转达了马叙伦的意

见：汉字大部分是形声字，最好能有规律地简化，简

化后最好保留形符，声符也应该和原有符号读音相

同。与会者对此意见分歧较大。魏建功、黎锦熙也

主张有规律地进行汉字简化，但叶恭绰认为“汉字本

身规律不严，简化后更难寻，应以大众易认易读为

主”。尽管委员们对汉字简化的原则没有达成共

识，但会议决定仍以此前编选的第一批550个简体字

表初稿为底本，继续研讨简体字编选工作。

1952年 5月 16日，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

字整理组召开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制订简

体字表的主要原则：“已有通行简体的字，以述而不

作、不另造简体的原则，但无通行简体而笔画较多的

较常用字，不妨另找简体”；简体字“以印刷体为准，

构造宜注意与手写体相近，偏旁简化可以类推”。

这个原则坚持了“约定俗成，述而不作”的原则和精

神，第一次提出了“偏旁可以类推”的做法。根据以

上简化原则，汉字整理组以 2000个常用字为限定

范围，初步决定了第一批 500个简体字的草稿。此

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整理组又多次召开

会议，增选拟订出 700 字的《常用字简化表草案》

(第一稿)。

1952年底，第一稿简体字表草案送交毛泽东审

阅。毛泽东对汉字简化提出了两点意见(由胡乔木

转达)：一是汉字笔画要尽量有规律地简化。700个

简体字仍然不够简，“有些字与原字只差一两笔，有

些字笔划仍多，笔划形状仍不顺利，写起来别扭”；原

来民间的简体字并没有规律，“作简体字可以更多利

用草体”，“可以把一些草体字规律化，作为基本形

体，类似日本的片假名。字的基本形体数目少，规律

化，学习书写起来就方便”。二是必须缩减汉字的数

量，可以利用假借的方法来代替同音汉字。只有笔

画和数量都缩减了，才能称之为汉字简化。毛泽东

支持有规律地简化汉字，不仅要减少笔画，还要便于

书写。此前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编选简体字基

本上遵循了“约定俗成、述而不作”的原则，但依据毛

泽东的意见，为了让汉字简化做到简单且有规律，有

的简体字还得需要重新再造，这就意味着要打破“述

而不作”的原则。

可以说，毛泽东的意见为当时的汉字简化工作

扫除了一些顾虑，后来的汉字简化工作也因此作了

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

整理组制订了新的汉字整理工作包括汉字字形简化

和字数精简两个部分，简化字形除了采用已有的简

体字之外，还研究草书规律，拟制新的草化简体字；

精简字数主要采用了同音代用和删除的办法，但整

理组委员们也提出同音代替字不要太多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央宣传部也对汉字整理工作给出意见：

简化字形，整理通行简字的偏旁，偏旁可以类推；统

一异体字，以简字为正体。因为精简汉字字数一

时难以确定，汉字整理组只能先在《常用字简化表

草案》(第一稿)700个简体字中选定 338个已经通用

的简体字；在统一异体字方面，拟定了《异体字统一

写法表草稿》，这就形成了《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
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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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共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审阅，《常用汉字简

化表草案》(第二稿)被认为“只简化338个字太少，要

求根据行草书和简体字的偏旁及其他部分，采取类

推方法简化”。汉字整理组依照这个意见，采用简化

偏旁、类推简化兼采行草写法的办法，进一步扩大简

体字的数量，于1954年2月拟制了《常用汉字简化表

草案》(第三稿)(收入1634个简体字)。中国文字改革

研究委员会将此稿分送北京的出版、教育和新闻等

相关部门50多位负责同志征求意见，各方对此稿提

出了意见：一是采用偏旁类推简化，需要改动1600多
个简体字铜模，数量过大，依照当时的技术条件，在

短时间内刻制这么多的铜模是难以实现的；二是“草

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

系统”，这就使得按原来部首、笔画编排的索引、字典

都不能继续使用，初学者也不易掌握草书笔画。根

据这些意见，汉字整理组又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

案》(第三稿)加以修改，将已经整理过的简体字作为

印刷体，将大部分根据行草书笔画简化出来的字作

为书写体，补充简化了一些笔画繁杂而未简化的常

用字，于 1954年 6月编制成《常用汉字简化字表草

案》(第四稿)。

1954年7月，《常用汉字简化字表草案》(第四稿)
经过汉字整理组第12次会议通过，由叶恭绰、林汉达

和曹伯韩整理后提交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四

次全体委员会议讨论并得到原则同意。会议授权韦

悫、叶恭绰、丁西林、叶圣陶、魏建功、林汉达、曹伯韩

组成汉字整理7人小组，按照“以现有简体字和行草

书为基础，对印刷、手写二体合并处理。异体字基本

上以同音同义为范围，选定一个简单”的工作原则对

4120多个常用汉字进行整理，制作成《印刷字体整理

表》《试拟书写字体偏旁类推表》和《异体字统一写法

表》，这就是《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1954
年10月，吴玉章向中央呈报《关于整理汉字的报告》，

报告概述了汉字整理和简化的原则、步骤和过程，

《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作为报告附件也一

并报送中央。1954年 11月至 1955年 1月，中国文

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改组成立后，又对

第五稿作了一些整理和修改。《印刷字体整理表》经

过整理修改后合并成为《798个汉字简化表》，这个表

规定了798个繁体字的简体形式。《异体字写法统一

表》经过修正改称为《拟废除400个异体字表》，废除

异体字其目的在于简化字数。《试拟书写字体偏旁类

推表》改称为《汉字偏旁手写简化表》，这个表酌量采

用行书、草书写法规定了汉字偏旁的简化写法。这

三个表合称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54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将文改会呈报的《关

于整理汉字的报告》转发各地党政机关，并发出《关

于讨论汉字简化方案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党

政负责人(特别文教负责人)要仔细阅读报告，待汉字

简化方案草案公布和试用之后，各省市教育厅、局要

将草案下发各级学校语文教师和其他有关的社会人

士阅读，有重点地召集座谈会，请相关人士阅读和座

谈后对草案提出个人意见和集体意见，再将意见寄

送各省市教育厅、局，汇总后送交中国文字改革研究

委员会。中共中央提前发出这个指示，这就为后来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征集意见提供了组织保

证。1955年 1月 7日，文改会和教育部发出联合通

知，并印制了30万份《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分发中央

和各地机关、团体、部队和学校，征集修改意见。

1955年 1月以来，文改会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

各界征求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意见，并邀请北

京各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就报刊试用简化字问题

举行座谈会，同来京的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长

及各地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分别进行文字问题座

谈。截至1955年7月下旬，文改会共收到各地人民

群众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意见表和来信达到

5167件，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部门都寄来了

对《草案》的意见整理表。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开展

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全军师军以上的机关和宣传、

文化部门以及各军政文化学校都举行了座谈会，或

请专人作了报告。各军区、各军种、兵种，以及主要

的院校等 97个单位都提出了书面的意见或综合报

告。在向社会各界征集意见的过程中，周恩来批

示，要求文化部、教育部、邮电部、新华社负责人认真

组织各部门讨论汉字简化方案，尽早向中国文字改

革委员会提交修正意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亲自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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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报刊分批试行简体字事宜；刘少奇特别指示文改

会，为了减少社会震动，简化字要分期分批进行，原

有繁体字要保留一个时期，不要马上废除。

从1955年8月至9月底，根据各方征集的意见以

及简体字的试行情况，文改会对《汉字简化方案草

案》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国

务院聘请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胡乔木等人组成

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负责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

案的审订工作。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

按照“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原则，对简化字发表意

见并进行投票，文改会根据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

会的讨论情况作出取舍，再交审订委员会投票复决，

后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修正草案提请于当年10
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全国文字改

革会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中的简化字进行了

逐字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根据讨论结果再次修正《汉字简化方案》，并提交国

务院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作最后审订，再提请

国务院公布。1956年 1月 28日，吴玉章在国务院第

23次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说明，会议

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

1956年颁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包括515个简化

字和54个简化偏旁，主要依据“约定俗成”的方针制

作而成，为了扩大简化数量，也适当采用了同音代

替、简化偏旁和草书楷化等方法。其中515个简化字

的来源和主要制作方法是：(1)采用在群众中已经普

遍流行的简化字，也就是一般俗字，例如：“時”“對”

“權”“體”作“时”“对”“权”“体”等。在 515个简化

字中，这一类的字比重最大。(2)采用古代原来笔画

比较简单的字，例如：“鬍”“鬚”“塵”作“胡”“须”

“尘”。(3)采用通行的草书而加以楷化，例如“執”

“報”“為”“發”“樂”“慮”简化为“执”“报”“为”“发”

“乐”“虑”等。(4)用同音字代替(同音假借)，例如：

“籲”“叢”“醜”用“吁”“丛”“丑”代替。(4)偏旁类推简

化，例如“東”简化成“东”，“陳”“棟”“凍”等字可以类

推简化。

1955年 1月，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向社会征集意见，官方在宣传简化字时，已不仅仅将

简化字作为扫盲和通俗读本之用，而是“要把群众手

写已成习惯的那些简笔字用到印刷上面，以代替原

来的繁笔字”。1956年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

方案〉的决议》，要求从1956年2月起，除翻印古籍和

有其他特殊原因以外，经政府正式公布的简化字在

全国印刷和书写的文件上一律通用，分批推行。这

个决议的颁布标志着经过文字改革者近半个世纪的

呼吁和运动，简体字终于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承认，正

式取代繁体字成为国家法定的“正体字”。

三、社会反响与官方回应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

期文字改革三大任务(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汉字

拼音化)中最早公布于世的改革方案，这套方案一经

提出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从文改会和

各地收到的意见表统计数据来看，赞同汉字简化的

人占绝大多数。截至 1955年 2月 14日，在文改会收

到的 1000份意见表中，对简化方针表示赞同者占

90.2％。根据江苏省 63个市县 13549人的意见统

计，同意简化办法的有12281人，占90.6％；不同意的

有27人，占0.2％；未表示意见的1241人，占9.2％。

截至 1955年 4月底，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讨论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首批意见表统计，参加讨论的

人数共有 3739人，同意汉字简化的方针和办法的

3694人，占98.8％；不同意的21人，占0.56％；未表示

意见的24人，占0.64％。

从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来看，文化程度较低的

工人、农民、青少年学生、机关干部、军人基于自身学

习汉字的经历，大多拥护文改会的主张，希望早日公

布汉字简化方案。当第一、二批简化字在《江苏农民

报》上公布后，江苏各社民校的农民学员到处提意

见，有些农民说：“为啥识字课本上不同样印这样简

便的字，我们写起来多简单”，“将来的字个个都如

此，学起来更便当了”。排字工人郗志森认为简化

汉字以后，在刻字、翻字、校对、改样上就可以节省时

间了。郭海山是黑龙江省的一名村长，他对比过去

学习汉字的困难经历时感叹道：“现在汉字简化了，

一字好多模样，叫它只留一个模样，笔画多的，叫它

减少笔画。这样，可以给我们初学字的人打开了方

··3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0.8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便之门，很快地解除我们不识字的痛苦。”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行的是义务兵役制，从当时应征入伍的新

兵来看，文盲、半文盲占相当大的比例。祁建华的速

成识字法虽然加快了扫盲的进度，但在识字教学上

仍有困难。军队的工农干部由于缺乏书法训练，再

加上字体繁难，影响到书写的速度。在下达命令、起

草公文以及记笔记时，单在书写方面就需花费很多

时间。当第一批简化汉字公布的时候，部队官兵都

表示热烈拥护。

青少年学生也普遍欢迎简化字。河南省试验小

学教师胡逸生说，当他在讲台上向学生介绍简化汉

字，举出“艷”字今后简化为“艳”字时，孩子们马上热

烈鼓掌欢呼。江苏的一些学生看到汉字简化方案，

认为简体字减轻了他们学习上的负担，并询问何时

正式公布推行，有的还感觉简化和废除的字数不够

多，表示不大满足。芜湖市的中学生也非常拥护简

化字，他们认为汉字简化对学习帮助很大，在写作中

用“宝”代“寶”，用“湾”代“灣”，普遍地使用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简化字未得到政府承认之前，

中小学教师在教学上对于简体字的看法不尽一致，

处理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学生们在作文和周记里常

常写简体字，有的教师认为简体字不是正体字，看不

惯；有的老师甚至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给学生讲

解，企图说服学生不要随便用简体字，用简体字就算

是错字；有的认为简体字写起来节时省力，社会上到

处流行，老师自己也写简体字，只禁止学生写是没有

道理的，因而准许学生写简体字；有的教师虽然同意

学生写简体字，但反对任意求简，随便造字。《汉字

简化方案草案》发布之后，大部分中小学教师是支持

汉字简化的。上海市教育局向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语

文教师及社会人士征求意见时，共发出汉字简化方

案草案11000多份，有8200多人提出了意见，其中大

多是中、小学及工农业余学校的语文教师。在 8200
多人中，95.3％的人同意汉字简化方针。1955年 2
月至 3月间，安徽省教育部门在 1560名知识分子中

征集对汉字改革的意见，完全赞同中国文字改革委

员会提出的方针步骤的占 93.8％，认为方针正确而

办法欠妥者仅占0.7％。特别是那些从事工农兵文

化教育工作的教师更是支持汉字简化。他们觉得群

众学文化，时间少，条件差，识字困难，汉字简化对工

农兵学习文化肯定是有益处的。

尽管大部分中小学教师是支持汉字简化改革

的，但他们也表达了一些担忧。1955年2月上旬，南

京一中召开《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座谈会，在发言中

有的教师讲到，因为对汉字有深厚感情，花了很大力

气学的，现在要改革，不免对文字改革有反感；也有

一些教师因为反感那些宣传汉字落后，说汉字是“祖

宗低能”而造出来的言论，而反对文字改革；还有的

教师抱怨，一改倒反而使自己变成文盲了，要对照着

才能写字。1955年3月，芜湖市教育局主持召开的

文字改革座谈会上，文化程度高的知识分子对文字

改革有抵触心理，担心简化汉字“把原来文字搞乱

了”。他们提到中国的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很多的

优点，一旦完全改掉是很可惜的。比如，芜湖三中有

一位姓卫的老师，看到自己的姓被简化时，总想保留

原字。

高校教师的心态更是矛盾不一。南京大学一位

教师反映，“高等学校先生拥护是拥护，但本身不急

迫需要；有人认为改了好久也未改了，因而不关心”；

还有人说：“改与不改与我无关”；也有人认为“中央

既然已经研究，我们也讨论不出什么了”。据四川

大学中文系一位学生的观察，简化字在该校教师中

的使用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很多老师(尤其是文科

老师)根本不使用简化字，有的老师不但自己“不屑

于”用，还不准学生在毕业论文上用，有的老师采用

的简化字尽是些稀奇古怪的古体字和独创字，有的

老师还坚持自己的讲稿非得直排不可。对文字改革

有所非议的老师也是有的。

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对简化字和汉字简

化工作也提出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在1957年5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的三次文字改革问题座谈

会上都有所反映。文字学者陈梦家是当时反对汉字

拼音化的代表性人物，曾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但是，

他也是支持汉字简化的，只不过对当时的汉字简化

工作程序批评较多。文学家吴宓、史学家陈寅恪两

人都反对汉字拼音化和简体字。吴宓在1956年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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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和1957年西南师范学院敬老会上

都明确表示不赞成文字改革及简体字。他在日记

中对同音替代、简化部首和制作新字之法多有批评。

自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之后，不管是支持者

还是质疑者都对汉字简化改革和简化字提出各自的

看法和意见。不少支持者仍不满足于这个方案所做

的简化，认为简化字数量太少，简化的面不够广，不

彻底。对工农大众来说，还是不够简便。当时的全

国工人劳动模范陆阿狗听到汉字简化信息之后，兴

奋不已，表示希望“再多简化一些”。文字学家容庚

也认为，汉字简化方案“尚不足以应广大群众的要

求。简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全面简化，尚有待于今

后的努力”。毫无疑问，初识字的人和工农群众大

都希望多简化一些汉字，文字改革工作者是支持这

一主张的，但实际推行起来有非常大的困难。胡乔

木、叶恭绰回应说，受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的限制，

汉字简化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是物质上的限

制，当时刻制模坯还没有机械化，全国只有十几个人

可以刻模坯，每改革一个字，各体各号铜模至少要刻

二十几副，需要二十几倍的时间。改的简化字多，印

刷上准备的时间就要长。二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困

难。阅读的新习惯需要逐步养成，如果一次改得太

多，很多知识分子觉得很多字看起来不习惯、很吃

力，就会对简化字产生反感，不利于改革的推行。简

化做得不彻底，主要考虑到简化面不能太大，也要考

虑到社会的接受度。可以说，刻制铅字铜模的技术

和社会心理承受度共同决定了简化字只能分批进

行，不可能有太多简化。

有些急于改用拼音文字的人士，认为简化费力

大而效果有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建议直接集中精

力来搞拼音文字。比如，在文改会收到的意见表中，

有人提出质疑意见：“简化汉字对改成拼音文字并没

有直接帮助，而且造成麻烦多走一步，这既会分散推

行拼音文字的力量，又造成造新铜模等浪费。文字

快要改革了，不走这一步不行吗?”胡乔木对简化字

无用论这一类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即使以后推

行拼音文字，汉字仍然会存在，学生还是要学习汉

字。因为汉字记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要用

拼音文字翻译这些文化遗产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我

们还要用汉字，就要围绕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做一系

列的科学工作。比如，要研究汉字的来源和演变、汉

字的检字方法、汉字的印刷和打字技术、汉字的教学

心理等问题。这点也说明，中共虽然支持拼音文

字，但并未主张要废除汉字，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这在

实践层面也是做不到的。

令知识分子担忧的是，他们认识繁体字已成习

惯，简化字太多，不容易认识，本来识字的都要因此

变成文盲；对于刚刚识字读书的人来说，因为新添了

简字，又要增加学习负担。施蛰存当时就有这样的

感慨：“我的文字生涯，也该有三四十年了，对于祖国

的语言文字，虽不能深入钻研成为语文专家，一般的

使用阅读，一向都还对付得过去。可是，近来却颇有

‘倒绷孩儿’之感，常常有许多文章，或一言一句，看

不懂，非但如此，连自己写的文字，一经排成铅字，也

往往看不懂了。真是一件很替自己担忧的事。”高

名凯也指出，有些简字是有用处的，但有些简字不但

不解决问题，反而引起混乱。他认为简字虽然可以

给人一些方便，但同时也给人带来麻烦，因为至少毎

一个人都得学习两套文字。这些问题恐怕都是文

字改革过渡期间必须要经历的。汉字简化方案中的

简化字大部分在民间流行已久，但有些简化字的通

行范围是有局限性的，所以不是每个简化字知识分

子都能不学而识。但这些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反

对简化字的理由。叶恭绰和胡乔木指出，简体字虽

有一定地区和行业差异，但大多数简体字都是大家

常用的俗体字，对已识字的知识分子来说，稍微用点

时间，认识简体字是不成问题的，这种负担是极小

的。而对于初识字的儿童来说，汉字简化是要从印

刷上根本简化，废繁存简，不但不会增加负担，反而

可以解除两重负担的麻烦。

有些知识分子指摘简化字单纯地减少汉字笔

画，破坏了汉字的声符和形符，打乱了汉字的“六书”

规律，不同音的字，声符却相同，相同的形符代替了

不同的偏旁，难以找到系统的规律。比如，吴宓在日

记中从多方面分析简化字“完全破坏汉文系统”的种

种之表现。这也是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在平时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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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多或少都提及的一点。胡乔木、叶恭绰、曹伯韩

等人承认部分简化字的确“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系

统”，但是，他们认为从甲骨文到篆书，从隶书到楷

书，汉字传统和规律早就被破坏了，再加上各地方言

音韵流转，很多形声字的声符不能表音，意符不能表

义，这是汉字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简化字并不是都没有规律，很多简化字也利用了形

声、会意的结构方法。如“喬”简从“乔”，“橋”“僑”的

右旁统改成乔，仍是形声字。当然，胡乔木也承认研

究汉字的传统和规律是必要的。比如，研究字的原

形和发展过程，编成字典供人们参考，这是“存古”的

一面，这是需要专家学者来做的事情。简化汉字是

从群众使用方便的角度考虑的，虽然为了方便牺牲

了一些“六书”规律，但简化字更有利于人们的学习

和使用，这个牺牲也是值得的。

“从俗”还是“从律”也是时人讨论的一个焦点问

题。有人提倡应该根据“六书”，或者依照“形声”等

方法有系统地整理简化字。实际上，在拟制简化字

的过程中，马叙伦、毛泽东早有此提议，但在实际操

作中却很难实施。吴玉章、叶籁士、叶恭绰等人认

为，汉字原来的系统是复杂紊乱的，要按照一种系统

方法来整理汉字就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假设按照

“形声”方法来改造简化字，把“京”字定为“鲸、景”等

字的声旁，将“涼、谅”等字的声旁改为“良”，而将

“涼”改成“浪”，人们就会错认为“波浪”的“浪”；同时

要替“浪、朗、郎、锒”等字找一个比“良”更恰切的声

旁也很困难。如果严格地按照偏旁简化类推的办法

来简化汉字，就会造成大量新汉字，致使汉字面目全

非。即使能制作出新的形声简化字，要推行这种系

统化的新字也是困难的。从推行方便的角度来看，

汉字简化改革只能遵循“约定俗成”方针，适当调整

形声简化字。

文改会为了扩大简化字的数量，采用了“省略”

“假借”“类推”的方法。《汉字简化方案》分批推行之

后，除了有人指出有些偏旁简化不够合理之外，知识

分子较多的意见集中在同音代替简化字所带来的问

题上。俞平伯、陈梦家、周祖谟、容庚等人指出，语言

中常常出现同音的字或声音相似的字(有的在读音

上并不是真正的同音字)，采用同音代替的办法可能

会造成概念混乱。比如，以“干”字代“乾”，以“副”代

“付”，以“征”代“徵”，以“只”代“隻”，以“肖”代“蕭”，

等等。叶圣陶对这些同音替代字的看法比较复

杂。他既认识到同音替代简化字的缺点，“感情上言

甚不赞成”这些新创通假简体字，但他又从普通群众

方面考虑，认为对于“不识字之人而言，则一名可以

代数名，究为方便”。

因为简化字本身存在的诸多缺点，由此推而广

之，不少知识分子又开始担心简化字与古籍翻印、文

化遗产继承的问题。有知识分子担心，如果简化字

随便用到古典书籍中，会造成大量地点和人名、文言

语句的意义混淆不清，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困难。因

此，翦伯赞、刘哲民、李平心、陈丕赞等人主张，在印

刷古典书籍的时候，要恢复使用繁体字。吴宓将简

化字与古籍、中国文化的关系看得更严重，他认为简

体字大量采用之后，中国人“不识正体楷书之汉字”，

不能读通浅近文言、四书五经和韩文杜诗，“伤心中

国文化(汉文、儒教)之亡”，“五千年华夏之文明统绪

全绝”。陈寅恪生前未写简体字，且留有遗言：他的

著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陈寅恪和吴宓等人大概有着相同的顾虑，他们的言

论在时人看来未免危言耸听，但出发点是善意的。

对于各方指出简化字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文改

会方面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积极回应。吴玉章承认

“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确有少数汉字的简化办法，特别

在同音代替方面，考虑得不够周到，因此在使用上还

不够妥善，或者可能发生误解”。正是因为如此，文

改会将根据简化字试用的经验和各方意见，对汉字

简化方案进行整理修订。曹伯韩也指出，同音替

代、偏旁类推不可滥用，为了照顾古书和文言文，更

应该严格限制，并提出了修正建议。1957年 6月，

文改会召开会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中的同音代替字作

出了处理意见，撤销了不是真正同音的和代替后引

起意义上混淆的简化字，但已经约定俗成的同音代

替字仍可使用。

文改会在推进汉字简化改革的过程中已经考虑

到简化字和古籍的阅读、翻印问题。一是采取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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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成的方针来简化汉字，不至于让汉字改变过多，学

生可以通过繁简对照和查阅字典的办法来阅读古

文；二是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颁布之时，政令就

明文规定，翻印古籍可以用繁体字，但在实际应用方

面却很难执行到位。汉字简化方案出台之后，除了

专印古籍的印刷厂，一般印刷厂撤销了过去的铜版

和繁体字模，没有酌量保留全套繁体字的老字架。

再加上中学文学教材由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混

合编成，一般报刊常常引用古籍或刊登古体诗词，这

就使得应用简体字的问题复杂化。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一般新闻出版机构多半采用简单的办法，不论古

文和现代语文，一律用简体字排印，一些不合理的同

音代替的简化字掺杂其间，产生了意义上的误解，这

样就改变了古文的面貌，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担忧。

在文改会看来，简化字的应用不牵涉到古籍翻

印，也就不会影响到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但用繁

体字翻印古籍存在着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也应该予

以纠正。政府和文改会此后屡次出台文件予以说

明。1962年，文改会、文化部、教育部又联合发出《简

化汉字总表》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报纸、刊物、图

书、课本普遍采用简化字，但编印古籍及特种图书可

以采用繁体字。1963年 3月，文改会在《国务院命

令(草稿)》中再次明确说明：一般出版物一律通用简

化汉字，供专家使用的古籍、高等学校中国古代语言

文字、历史、哲学各科的教学用书和其他某些适应特

殊需要的书籍可以应用繁体字。这些措施表明，政

府方面注意到了简化字在实际应用方面存在的问

题。不过，在简化字推行初期，文字改革者更多考虑

的是简化字在普及教育方面的功用，而较少顾及到

简化字可能给古籍阅读、传统文化的保留和继承所

带来的影响。而在具体应用中，不管政府方面的政

令如何规定，简化字仍然不断应用到文言和古籍当

中，它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也成为此后直至当今文化

界汉字简繁争论中绕不开的议题。

余论

近代以来，在列强入侵和民族危亡的历史语境

中所产生的汉字拼音化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共领导人

和知识分子。在“汉字落后论”的影响下，文字改革

者以推行拼音文字作为中国文字改革的最终目标，

试图通过改革文字来智民强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战略中，汉字简化改革是文字

改革三大任务之一，也是汉字拼音化改革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汉字拼音化改革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仍未

解决的情况下，为了更快地扫除文盲，进行汉字简化

也就成为共产党人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力量推动汉字简化改革具

有极大的政治象征意义。胡乔木曾说：“汉字的简体

是历来存在的，可是汉字简化成为一个国家的工作，

我们这次还是第一次，过去历史上，没有做过这样的

工作。这是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权的变化。”中央政

府承认简化字，与其说认同群众创造的“俗字”“解放

字”，不如说是承认这些字体背后隐性存在着的主体

力量——工农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代表着

人民的“政治翻身”，而推行简化字则代表着新政权

为实现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翻身而作出的即时改

变。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改革正与新政权的性质

相符合。

推行简化字受到工农群众的普遍欢迎，也进一

步增强了工农群众对新国家的认同感。简化字推行

之后，东北地区的劳动模范赵清高兴不已，他回忆

说：“这个痛苦说不尽，都是旧社会给我们带来的。

过去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学，连吃都吃不上。今天

毛主席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社会，叫我们上学，可是

汉字很复杂，笔画又稠，写出一个字来不是多一笔，

就是少两笔，尤其是在15画以上的字，更不好写了。

我们都是半路出家的成年人，多困难呢!”在当时的

文字改革话语建构之中，繁体字与旧社会、旧的统治

阶级相联系，简体字与新国家、工农阶级相联系。带

着在旧社会学习繁体字，甚至于没有机会上学的痛

苦记忆，群众欣喜地迎接着简化字，希冀能突破繁体

字的文化围困。就是在这样一种新旧、难易的对比

之中，工农群众进一步加深了对新政权的认识。有

些政治觉悟较高的农民曾这样讲：“现在的政府是为

我们农民着想的，写这个便当字也是为了提高我们

的文化。”简化字删减了汉字的笔画，却因此增强了

工农群众对于新政权的政治认同。从后来的实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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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来看，推行简化字对于扫除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

水平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

《汉字简化方案》分批推行之后，受到了广大群

众的欢迎，但由于各方主观认识不同，也引起了多重

的社会反应。一是群众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任意

滥造滥用简化字的现象”，甚至一些出版物上使用

的简化字也参差不齐；二是一些知识分子对汉字简

化方案提出了许多意见，集中在同音替代和偏旁类

推的问题上。为了对已经推行并经修订补充的简化

字进行总结，改变社会使用简化字的一些混乱现象，

文改会于1961年自行制作了《简化汉字总表》，准备

将其公布，作为社会标准，以便报纸、刊物、图书和课

本普遍使用。周恩来对文改会没有经过各方讨论

和征求意见，就仓促制定和公布《简化汉字总表》的

做法表示不满。1962年 5月 20日，周恩来对文改革

会负责同志当面指示：“简化字应当邀请各方面人士

重新讨论，如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必须虚心接

纳，即使国务院已经公布的简化字，如大家有意见，

也可以考虑重新修改。”此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

文改会暂停公布《简化汉字总表》，并会同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化教育组、文化部、宣传

部等部门釆取座谈、通信、访问等方式，广泛征求中

央各部门、省、市、自治区宣传和教育部门负责同志

和高级知识分子、新闻出版界人士以及中小学教师、

工人、农民等对《汉字简化方案》的意见，成立了由丁

西林主持，叶圣陶、吕叔湘、黎锦熙和魏建功等人组

成的汉字简化方案修订小组，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

了总结修订。

值得注意的是，如何处理群众所创造的新简化

字也是修订汉字简化方案过程中要回应的另一个问

题。自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颁布之后，在工农业

“大跃进”运动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识字扫盲运动

也进入了跃进阶段。为了加速扫盲和减轻儿童学习

负担，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在推广注音识字的

指示中指出，“现有的汉字在今年还必须再简化一

批，尽可能使每一字一般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使

难写难认、容易写错认错的字逐渐淘汰”，而实现这

一任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是依靠少数专家，广

大群众对此是十分热心和有办法的”；中共中央要求

“各省市区党委指令当地有关部门在今年第二季度

提出一批新简化字的建议，报告中央文字改革委员

会综合整理后送中央审定”。为了执行中共中央继

续简化汉字的指示，1960年 6月 4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部、文化部、文改会联合向各省、市、自治区教

育厅 (局)、文化部门发出《关于征集新简化字的通

知》，制定了征集新简化字的办法。该项通知指出，

继续简化汉字的重要依据就是“近几年来各地群众

创造的新简化字”。通知发出以后，文改会陆续收

到了各地推荐的新简化字材料。

在讨论《汉字简化方案》修改意见过程中，各方

没有根本反对简化汉字的意见，但都希望政府制止

滥造滥用简体字的行为，主张原方案尽可能少改

动。至于要不要补充新的简化字，知识分子的意见

有所分歧，“小学和扫盲教师主张多增加一些，中小

学教师主张少增加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希望汉字简

化工作稳定一个时期”。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文改会

提出的征集新简化字的办法主观上是为了加快识字

扫盲的需要，同时也回应了一些人对此前汉字简化

不够的批评，两者都有意凸显了“群众”的主体地

位。但是，由于受“大跃进”思维的影响，中共中央提

出的“简化汉字的进度和笔画数的要求却缺乏客观

基础和科学依据”，这些新简化字大多是群众新创

造的，远未达到“约定俗成”的标准。如果仅仅依靠

普通群众的简化习惯和一味求简的意愿来主导汉字

简化的方向，强行加入新简化字，不但不利于汉字简

化工作的稳定，还会引起更多的社会争议，徒增推行

阻力。因此，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时期，经过近

两年时间的征求意见，为了保持简化字的稳定性和

规范性，文改会在1964年颁布的《简化字总表》中并

没有新增简化字，只是对原方案中的极少数简化字

作了修改，减少了容易混淆的同音代替的简化字，对

偏旁简化及类推等问题作了明确的限定，为简化字

确立了标准和规范。

“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继续简化汉

字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文改会依据 1960年以后各地

征集、报送和群众推荐的新简化字资料拟制了《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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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77年12月20日发表)。在

1978年初征求社会意见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二简”

方案(草案)争议颇大，反映了很多意见，也引起中共

中央的注意。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和中宣部随

即发出通知，要求暂停使用新简化字。改革开放初

期，在对《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修订的过程

中，社会各界对要不要正式公布、使用这批新简化

字，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作为社会交流工具，文字

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如果单纯追求简

化，改变过快，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局面，引起社会

的反对。因考虑到“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需要保

持相对稳定”，以及增加新简化字对即将出版的多种

大型工具书和电子计算机汉字库固定存储芯片的负

面影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国务院建议废

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86年，国务院在

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同时，再次肯定

了《简化字总表》的价值和功用，并以此作为简化字

的规范标准。

自1909年陆费逵提倡俗体字以至改革开放的近

70年的时间内，共有三套汉字简化方案被提出。与

民国时期流产的汉字简化改革不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初期的汉字简化改革不仅得到了中央政府的

鼎力支持，也得到了主流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认

可(尽管仍有少数人对简化字有不同意见)，这是这次

改革得以成功实施的原因之一。《第二次汉字简化方

案(草案)》之所以被废止，是因为该套方案制订程序

和简化方法都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难以达成社会

共识。与“二简”的废止对比来看，尽管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的汉字简化工作也存在着缺点，但《汉

字简化方案》也并非如有些海外学者所批评的那样，

是中共闭门造车，随意减省笔画，改变字形，使汉字

混乱而便于废除汉字的产物。如前文所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汉字简化改革是在中共的领导

下，主要由语言文字研究专家主导，在顺应了群众需

求的同时，并没有过分追求简化，走向“民粹”路线。

在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和推行过程中，文字改革工

作者以“约定俗成”为基本原则，参考了近代以来学

术界对简体字的研究成果，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

见，对其作了有针对性的修改，分批推行，维护了汉

字本身的稳定性和规范性。这亦是这次简化改革较

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

由于特定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工作也留有缺陷和遗憾。未识字

或识字甚少的群众欢迎简化字，但一些知识分子对

这项改革的评价就不那么高了，这种不满意既受到

他们对繁体字、古典文化的旧有习惯、情感的影响，

当然也基于他们对文字改革工作程序的分析。文字

改革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将文字改革问

题政治化，学术界对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汉字为什

么要改革、汉字能不能改革、汉字如何改革)讨论和

研究甚少，有的议题有讨论但难以深入。这些批评

当然不是无中生有。胡乔木早就关注到文字改革在

“百家争鸣”方面所存在的问题。1955年 4月，他在

写给吴玉章、胡愈之、韦悫、庄栋、郑之东等人的信中

批评说，《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副刊在编辑方针

上“长期地存在着关门主义的倾向，始终没有能够展

开文字改革问题的自由辩论，没有能够联系对文字

改革问题有兴趣有意见的各方面人士，因而引起许

多读者的不满，大大缩小了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这

是很不妥当的”。胡愈之、邵力子等人也承认文字

改革基本理论问题争鸣不够，文改会在征集意见的

工作上也存在着缺点。1956年中共提出“双百”方

针之后，学术界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

入，此前的状况有所改变，但随后到来的政治运动又

中断了这一思想争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

汉字简化改革正是因为被蒙上了这层政治面纱，致

使有些知识分子对这项改革的合法性产生了疑问，

甚至影响到当今的汉字繁简之争。

注释：

①揭示简化字缺点的著述有：段生农：《关于文字改革的

反思》，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缪钺：《简化字刍议》，《中

国文化》1992年第 6期；何林：《刍议简化汉字》，《首都博物馆

丛刊》2009年第23期；流沙河编著《正体字回家——细说简化

字失据》，新星出版社 2015年版等；对简化字作出肯定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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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认为简化字利大于弊的代表性著述有：胡明扬：《简化汉字

的功过》，《语文建设》1991年第 1期；王宁：《二十世纪汉字问

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
期；苏培成：《重新审视简化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3年第1期；周有光：《形体简化是一切文字发展的共

同规律——纪念〈汉字简化方案〉公布 50年》，《群言》2006年
第6期等。

②谢世涯：《新中日简体字研究》，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

张书岩等编著《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 1997年版；刘家丰

编著《论简化字》，远帆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

③滕井明、姜焕柱：《中国的文字改革》，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编辑部主编《当代中国的文

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

④王爱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

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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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1935年汉字改革运动中的上海出版界》，《中国出版史研

究》2019第1期。

⑥柏生：《全国文代大会筹委会端阳欢迎各地代表在平语

文学家座谈改革文字》，《人民日报》1949年 6月 2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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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人民日报》1949年9月7日，第2版。

⑦《吴玉章关于中国文字改革致毛泽东信》(1949年 8月

25日)，程文、陈岳军编著《吴玉章往来书信集》，重庆大学出版

社1993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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